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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公共行政
———分权化单一制国家中的治理

Ｐａｕｌ Ｌｅｖｉｎ

聂勇浩　 张　 照译

　 　 【摘　 要】论文从国家、区域和地方三个层次介绍了瑞典的政治与行政体
制，并且探讨了超国家的欧盟层次对瑞典公共行政的影响。除了分析瑞典公共
行政的原则、结构和运作，该文还重点讨论了瑞典新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最
后在结论中，从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政治家与公务员三方面关系的角度阐
释了瑞典政府体制与众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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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本文概述了瑞典地方、区域、国家三个层面的公共行政结构，同时
简要顾及了超国家欧洲的影响。本文结论探讨了瑞典公共行政中使
其区别于大多数其他体制的三个方面，即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政
治家与公务员的关系。本文主要针对的是有兴趣了解瑞典公共行政
体制和单一制国家中分权化和新公共管理改革经验的国际读者。

（一）前提：地理、人口特征和历史

就地表面积（４５０ ２９５平方公里）而言，瑞典是欧洲第四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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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国家寒冷的北部人口极度稀少。仅有瑞典总人口的１０％
生活在这个广袤国家的上半部。这导致了相对其面积来说较小的人
口规模：在２００４年刚刚超过９百万关口（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７：
１７）。北部人烟稀少带来了它自身特有的行政问题，包括工作年龄
的年轻人从出生城市向南部繁华城市的流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高昂的人均成本，以及有关比例和相邻度的其他一系列问题，虽然它
们恰好是以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所面临比例问题的相反方式表现
出来。

瑞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１６世纪以来就没有外敌入
侵加上相对平稳的本土政局，使很多古老的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渐进
的调整在现代生存下来①。在１７世纪“勇士之王”查尔斯七世富于侵
略性却最终失败的军国主义君主制之后，瑞典选择了调和性的外交政
策准则并且设法避免了２０世纪两次灾难性的欧洲战争。这个国家在
经济上属于后起之秀，但是免遭降临在它绝大多数近邻身上的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的大范围基础设施破坏，更加促使了开始于１８７０年的长
达一个世纪的现象性经济增长，这只有日本可以与之媲美②。

（二）瑞典模式和公共行政

在２０世纪期间，特别是后半期以降，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领导
了著名的瑞典福利国家建设。以相当高的税率为代价，瑞典人享有
一个结合了普适性社会福利（亦即覆盖所有公民而非只是穷人的标
准福利）、收入相关福利（比如以收入水平为依据的病假工资）和有
限的收入审查项目（像给低收入者的住房补贴）。然而，通常所说的
瑞典模式比“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更为广泛，并且慷慨的福利

瑞典公共行政◆

①

②

比如瑞典中央银行（Ｒｉｋｓｂａｎｋｅｎ）作为世界首家中央银行始建于１６６８年，
时至今日已是最为古老（Ｂｏｒｄｏ，２００７）。然而，尽管很多机构非常古老，韦伯式合
理合法的官僚机构却尚有争议地出现于１８世纪中期，比起西欧的标准已经相对
较迟（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８）。

比较数据见Ｓｃｈｎ（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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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核心前提之一，就是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以１９３８年“索尔茨
约伯茨协定”（Ｓａｌｔｓｊｂａｄ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为标志的大交易（ｇｒ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其交易通过慷慨的劳工保障和高工资确保了劳工和平和
经济增长，并且它常常被描述为真实的瑞典模式。这样我们就可以
选择谈论瑞典模式（组）了，“组”既意味着承认它比福利国家有更丰
富的内容，也是一个标志着它附属于社会民主党这一模式组背后策
划者的双关语。因此模式（组）包括的成分有劳工和平、分权化协
商、劳工和雇主组织之间的“集体协议”、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经济
政策、政治共识的精神以及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充分参与。

尽管尚有争议，一个独特的瑞典公共行政模式还是存在的，它将
会在整篇论文中得到具体描述。循着盖·彼得斯（Ｇｕｙ Ｐｅｔｅｒｓ）的
观点，瑞典政治学家奥勒夫·彼得森（Ｏｌｏｆ 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ｎ）将这一模式
的界定性特征描述为自治市在公共部门中的突出地位、技术专家治
国共识的文化、对官僚结构公共洞察力和公共文件公开的高度需求
（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７：３０ － ３１）。普林佛斯（Ｐｒｅｍｆｏｒｓ）等人界定了瑞典
公共行政的六个区别性特征：社团主义或者有组织利益群体的制度
化参与、被视为标志共同坚守的“二元性”（ｄｕａｌｉｓｍ，下面将会解释）
和开放性（下文详述），但是他们也指出了瑞典公共行政的“司法性”
特征、相对庞大和“重心下沉”特征，这是指它颇为自相矛盾地既集
权又分权（Ｐｒｅｍｆｏ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下面本文将会更详细地讨论这
几个特征。

回到更为传统的对瑞典模式（组）的理解———强大而且全面覆
盖的普适性福利国家，充分就业等等———显然到１９８０年代晚期这一
模式已经出现了裂缝。身处１９８０年代贬值激发的通胀经济中，增加
工资的压力和下降的生产率最终削弱了瑞典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在
１９９１年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作为这一危机的结果，瑞典失去了
它在世界ＧＤＰ排名中前列的位置以及其他的经济绩效指标，瑞典
的政治家们被迫进行了大规模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削减，暂停了长达
半个世纪的公共部门扩张。然而到了２００８年，瑞典逐渐重新回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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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前列①，并且可以认为（存在争议）是有关改革瑞典模式纲要方
面再次取得了广泛共识②。

二、瑞典政府和公共行政

瑞典政治和行政体系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国家、区域和地
方。在每一层次都有直接选举产生的实体，从立法机构中选出的行
政官，以及公共行政机构。瑞典是议会民主制，人民通过立法机关行
使权力。这有别于美国式体制下，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权确保
平衡制约，从而获得民主的合法性。恰恰相反，司法体系不是政府的
独立分支而是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并且执行机构依赖于立法机构的
支持。作为瑞典１９９５年加入欧盟的结果之一，超国家的欧盟层次添
加到上述三个层次之上，而本文也将在最后简要地考虑这第四个
维度。

在新公共管理（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ＰＭ）这一知名标签
下的全球运动对瑞典公共行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虽然尚有争议，
地方层次比起国家行政机构和各部的工作，受到影响的程度更大。
依据新公共管理支持者的推荐，已经有很多改组地方政府的试验，比
如将生产者和购买者相分离、将竞争倾向———及生产者之间的竞争
———引入公共服务，运用目标管理（Ｍａｎａｇｅ ｂ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ＭＢＯ）
而非繁琐的规章法令来进行管理。然而，这并不是说新公共管理对
国家层次的行政部门没有作出变革，１９７０年代和１９８０年代的行政
和预算过程改革和后来于１９９０年代在瑞典扎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非常相似（Ｓｖｅｒｉｇｅ Ｓｔｙｒｕｔｒｅｄｎｉｎｇｅｎ，２００７）。后文还将详述新公共

瑞典公共行政◆

①

②

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将瑞典排在２００８年世界最有竞
争力国家的第四位。

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反对派经常指责目前的中右联盟政府正在废除福利
国家。然而，站在国际比较的视角，此类声明看来大大夸张了，目前的政府实际
上顶多在执行零碎的改革政策，绝非全面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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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动的影响。

（一）中央层次

１ ． 国会———Ｒｉｋｓｄａｇｅｎ
根据瑞典政府文告的公开内容（瑞典宪法第一部分），“瑞典所

有公共权力皆源自人民”。通过直接、公开（对所有成年公民公开）
和秘密（秘密投票）选举，这一权力由国家议会———瑞典国会———行
使。这一机构的瑞典名称———Ｒｉｋｓｄａｇｅｎ———字面意义就是“全国
之日”，这一名称和机构都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１４３５年来自于全
国不同地区的贵族召开的阿尔伯加（Ａｒｂｏｇａ）会议以及１５２７年和
１５４４年由瑞典首任国王古斯塔沃·瓦萨（Ｇｕｓｔａｖ Ｗａｓａ）主持的两
个国家大会。

这一议会变得制度化，且最初只是四个传统阶层———贵族、神职
人员、市民和农民———代表集会的场所。在１８６５ － １８６６年，各阶层
议会（ｅｓｔａｔｅｓＲｉｋｓｄａｇ）被废除，改为两院制国会，其后又于１９７１年
转型为今天的一院制国会。选举权演变的关键时刻是１９０９年。这
一年，基于财产所有或应税收入的投票（和候选）资格体制在上议院
选举中被抛弃。１９２１年，女性被赋予投票权，今天国会中女性议员
的比例为４７ ． ３％，这一数字仅次于２００３年由非竞争性选举新产生
的卢旺达立法机构中女性被选入的比例（Ｄａｈｌｅｒｕｐ ＆ Ｆｒｅｉｄｅｎｖａｌｌ，
２００８：３５）。瑞典女性的高比例来自于所有政党对提名的女性数量
大概和男性相当的自愿承诺。有些政党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是
“软”方法。仅仅建议他们的地区组织提名大概５０％的女性，然而另
外一些则选择了更为严格的配额制度（Ｆｒｅｉｄｅｎｖａｌｌ，２００６）。

今天，国会拥有组织在７个政党中的３４９名成员（ＭＰｓ）。任何
符合投票和政党提名资格的个人都可以成为国会候选人，国会四年
一届（下次选举在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９日）。在选举日，公民选择他们在
国家、区域、地方层次议会中的代表。就国会的实际工作而言，大多
数是由它的１５个常务委员会完成，常务委员会包括环境和农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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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或者国防委员会之类。提案在转变成提交给所有议会成员表决的
书面文告（反对意见和文本主体标注在一起）以前需要经过审查和
协商。不同政党在各个委员会中的代表比例大致与其规模相当，政
党的代表接受政党组织的指示，从而协调所有来自同一政党议员的
行动。

２ ． 政府———Ｒｅｇｅｒｉｎｇｅｎ
英文里“政府”一词某种程度上含义模糊。如果我们将它的含

义和指称之物限定为名词，典型用法是国家整个政权机构。可在议
会制下，它可能仅指政府执行机构：首相及其内阁。“Ｒｅｇｅｒｉｎｇｅｎ”
这一瑞典词汇可以被翻译成“政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大写，意指
更加特定的后一含义。下面本文将关注执行机构———内阁部长及其
工作人员（所谓的瑞典政府）———并且将使用大写的“Ｇ”以强调这
一限定①。

普选之后，国会发言人负责挑选获得多数议员信任票的首相。
一旦提名通过，首相将挑选内阁成员。他可以从议员中挑选，但这并
不是强制性的，他也可以邀请其他政党加入他的政府。联盟政府和
一党政府一样普遍，但是少数派政府是瑞典政治的常态。自从上议
院被废除后，没有哪个政党可以单独获得国会中的多数议席，１９７１
年以来三个联盟政府中有两个是少数派政府（见表１）。

表１　 按类型划分的瑞典政府（１９７１ － ２００８）
多数派 少数派 总和

一党 ０ ６ ６

联合 ３ ２ ５
总和 ３ ８ １１

　 　 资料来源：改编自Ｌａｒｓｓｏｎ ＆ Ｂｃｋ （２００８）

瑞典公共行政◆

①在美国总统制的语境下，名词的“行政”（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指政府整个现
任执行机构。然而，在那一用法下，“行政”（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通常还包括由行政
高层成员领导的行政部门，这和本文这里所说的“政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的用法
明显不同，因为本文排除了这些行政部门在瑞典的对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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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瑞典政治史上，政党都趋向于两大集团中的一个：左派
（社会党／社民党／绿党）或者右派（自由党／保守党）。尽管偶尔有跨
集团联盟以及新的政治维度介入（支持或反对欧盟、环境等），左右
派的区分已经牢牢确立在现代瑞典政治版图上，并且提供了一个重
要甚或正式的组织原则。

实践中，政府以及处于领导地位的首相是瑞典最高的日常政治
权力中心，但是因为政府只在得到国会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后者
才是这一权力的最终来源并且能够剥夺它。考虑到联盟政府和少数
派政府的机率，政府成员必须擅长于达成包括反对派成员在内的几
个政党都可以接受的妥协。

除了少数派政府的共性，比起大多数其他国家，瑞典的执行机构
在另外两个方面引人注目：第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我们可翻译为权
力分享原则，即在政府中集体决策的做法。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每个
部长都对他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决策负责。在瑞典，决策则是通过全
体部长会议集体作出，但是在国防领域还存在一些例外，如牵涉到国
家安全的突击队作战问题（Ｐｒｅｍｆｏ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２４４）。第二个与
众不同的特征则是较之其他大多数国家，瑞典各部规模极小。一共
只有大约４５００人———工作人员和政治任命官员———在政府中工作
（包括首相办公室、１２ 个部以及行政事务办公室）（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７：５；Ｐｏｌｌｉｔｔ ＆ 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２００４：２８７）。

一个可以追溯到大概四个世纪以前的体制则被用于弥补各部较
小的规模。这就是委员会或调查委员会体制。拥有中央机构法定地
位的调查委员会，可以接受政府的委任去调查政府需要提交议案的
问题，并且它可以由一群或者个别的专家构成。尽管委员会相对委
任它的部委某种程度上拥有自治，后者依然提供指示以界定调查的
目标和限制。平均而言有２００个左右的委员会活跃在任何时间点
上，并且它们使用了大约１ ／ ５的政府办公机构的预算（不计入外交
部）（Ｌｅｍｎｅ ＆ Ｇｕｎｎａｒｓｓｏｎ，１９９８）。

３ ． 中央行政机关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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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提供一个中央行政体系的概览。在此过程中，本文发
现强调瑞典中央行政机关区别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三个特征是非常
有用的。这些特征是：（１）小部大机构；（２）公开性和责任性；以及
（３）二元主义。（１）和（３）联系密切，也许应该一起处理，但是我选择
最后才讨论（３）是为了顺利地转入下一部分。

（１）小部大机构。考虑到瑞典政府各部极小的规模，行政机
构———它承担了大量在很多其他国家由大部所履行的工作———规模
相对较大。这可能是瑞典公共行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了。关于国家
行政机构的确切数量缺乏可靠准确的数字，尽管托布永·拉尔森估
计“大概有３００个”（Ｌａ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２：１３５），某行政机构①的一项调查
是３９１个，而另一个②则提出大概有４７０个国家机构，也有说是５５２
个的③。

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来源于中央机构的构成模糊不清。中央机构
的一种定义指任何接受了源自政府的称之为法令的特定规章形式的
实体。这包括比如没有常任人员的特定委员会，并且它还将特定国
家机构的地区分支机构计为单独的机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７：３８）。１９９０年代开始瑞典趋向于整合各机构，比起
１９９０年，目前的机构数量已经更少但是规模更大。不过我们也可以
观察到一个补偿性的趋势，即众多更小的以评估和分析特定政策领
域作为主要职能的机构被建立起来。这些机构中，值得一提的主要
有，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估协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ＦＡＵ）、食品和农业经济协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ＬＩ）或瑞典发展评估署（Ｓｗｅｄｉｓｈ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ＤＥＶ）④。

瑞典公共行政◆

①

②

③

④

Ｇｌｅｓｂｙｇｄｓｖｅｒｋｅｔ———负责管理人口稀疏地区特别需要的机构。
瑞典行政发展署（Ｓｗｅｄｉｓ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国家财政部（Ｓｔａｔｓｋｏｎｔｏｒｅｔ）。
这一观点归功于马尔娅·利姆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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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中机构的数量和规模相差甚远。比如，在司法和保护部
门，机构的数量庞大，其部分原因在于每一个法庭尽管只雇用了少量
的工作人员，但是也都被算作一个单独的机构。教育部门则正好相
反，大学的数量相对较少但是规模庞大，每个都有很多雇员。同样
地，卫生部门庞大的医院，以及虽然雇用了成千上万军官和其他人员
却被算做一个机构的国家武装力量，解释了这些部门尽管只有少量
的机构，雇员数量却非常庞大。

每个中央机构都“以某种形式归属于”特定的部，例如，２００６年，
有１６个机构归属于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事务部管辖。其中包括国家
食品局、瑞典消费者署和瑞典农业委员会（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７：１２）。然而，尽管处于某个部的管辖之下，每个机构
都作为一个整体向政府报告工作；这就是上面讨论过的权力分享原
则的结果之一（Ｌａ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２；Ｈａｌｖ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７）。

这些机构基本上归属于三个大的类别：现在近乎绝迹的国营企
业，更为普遍的国有企业，以及中央行政机构。现在国营企业只有４
个仍然留存：处理港口和航运、航空、铁路以及电网。国有企业略微
超过５０个，雇用了总共１９万人。这些企业大多数（４ ／ ５）是完全国
有的，少数是和其他股份持有者共同所有。像所有股份公司一样，国
有企业也被要求遵守瑞典公司法（Ｓｗｅｄｉｓｈ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所有
权事项通常由国会决定，而这些公司的管理，譬如董事会提名，则由
企业、能源和通信部负责。政府机关有关国有企业的管理规程和其
他所有行政事务适用同样的规则，包括文件保持公开的要求（更多
内容见下文）。

典型的中央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属于内部问题。也就是说，在
法令设定的一般框架之下，由它的主管以及他／她的管理人员自行决
定机构结构。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的趋势是，其划分基础倾向于职能而非
部门，这导致了组织形式更大的多样性。很多事务涉及全国范围的
机构，都至少在组织的某些部分以地区为基础确定结构。趋势则是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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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以郡的边界线作为区域性组织的基础。例如，国家铁路局将它
的交通和公路事务划分成７个区域。２００５年，５个机构将它们的组
织划分为９到１１个区域，而６个机构则已经划分了５到７个区域分
部（Ａｎｓｖａｒｓｋｏｍｍｉｔｔéｎ ＆ Ｆｉｎａｎｓｄｅ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ｅｔ，２００７：６８）。

大多数行政机构由主管领导。在１９７０年代，所谓的外行理事会
相当盛行，其成员由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首次提名，然后再由政府提
名，并且还包括所有政党的成员（Ｌａ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２）。此类政治代表制
近些年几乎被完全抛弃，但是行政机构仍然拥有理事会。如前所述，
最常见的安排是由主管而不是董事会管理机构，但即便如此，机构拥
有咨询委员会还是相当普遍，像消费者事务署就有科技专家组成的
特别咨询小组，或者政治和外行代表组成的所谓“洞察力委员会”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ｂｏａｒｄ）给主管提供支持。

人事问题依据法律管制，但是通常只在非常一般化的层面上，近
年来公共和私人部门中在劳动力事务方面的区别则趋向于减少。公
务员日益被视同为雇员，并且像终生雇佣这样的传统官僚制作法正
在被逐步淘汰（Ｌａ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２）。正如瑞典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形，
薪酬水平和大多数其他重要的人事事项首先由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
的框架性协议———在法律设定的边界之内———确定，然后再由雇主
和雇员个别协商。

（２）开放性和责任性：瑞典公共行政第二个独特的特征是它对
开放性和责任性的强调。瑞典官方文件的信息公开原则———开放的
政府（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ｇｈｅｔ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ｎ）———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的此类原
则。它可追溯到１７６６年的新闻自由法（Ｔｒｙｃｋｆｒｉｈｅｔｓｆｒｏｒｄｎｉｎｇｅｎ ｏｒ
ＴＦ）。普林佛斯等人指出尽管英国早在１６９５年就废除了审查制，实
质的新闻和表达自由却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到１７６６年为止，还没有
其他国家建立起可以和瑞典新闻自由法相匹配的行政管理中的信息
公开规范（Ｐｒｅｍｆｏ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６２ － ６３）。这个原则相当简单：所
有进入、保存和离开一个行政机构的文件，或者作为机构活动结果而
产生的文件都是公共文件，并且对于任何想要看到它们的人来说都

瑞典公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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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可用的。
当然也存在很有限的例外。机密文件（包含私人和个别公民敏感

信息的文件），以及已经声明的内部工作文件都是不公开的。然而，对
于内部工作文件和机密文件，如果提交了公开它们的请求，通常也会
公布。并且内部工作文件会自动公开，譬如如果它们在机构的决策中
被涉及或者是用作某个决策的基础。有时玩笑的说法是一个文件之
所以被归为机密，只不过是告诫政治家们在公开之前需要再次考虑一
下（Ｌａｒｓｓｏｎ ＆ Ｂｃｋ，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２００８：２８０ － ２８１）。

提出查阅政府文件请求的程序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请求
查阅文件的人可以保持匿名并且不必表明他或者她提出请求的动机
（Ｈａｌｖ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７０）。它的推论性原则就是，新闻自由法中
规定的任何人（包括公务员）给信息于媒体时，都被赋予了匿名权
利，新闻记者被要求对消息来源的身份保密，并且“告密者”免于因
提供信息而被起诉。政府被禁止去调查此类告密者的身份。然而，
这一个原则在譬如牵涉国家安全时可以被否决。

责任性原则是新公共管理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一
个以确保责任性为目标的瑞典制度远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前。瑞典
的“监察专员”（Ｏｍｂｕｄｓｍａｎ）制度可以追溯到１８和１９世纪，当时
设置了瑞典的司法大臣（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缩写为ＪＫ，首次设
置于１７１３年）以及国会的监察专员（缩写为ＪＯ，设置于１８０９年）以
分别作为国王和议会的代表———在瑞典语当中就是“ｏｍｂｕｄ”———
或代理人。它们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监察专员制度。司法大臣
和监察专员是仅有的两个可以控诉部长和法官职务犯罪的机构。考
虑到本文国际化的视角和公共行政的关注点，两者当中国会的监察
专员可能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它的主要职能是检查行政机构和公务
员在遵守法律、规章、以及约束他们专业活动的良好程序和服务普遍
标准的情况。４个国会监察专员（４个监察专员，总共大约５０个工作
人员，其中大概３５人是律师，很多人是前法官）的很多调查由公众
的投诉发起。不过监察专员自己也能够在自认为合适时，发起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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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调查。对涉嫌违规的媒体报道是触发该类调
查的一个常见原因。

当他们发现问题时，监察专员可以诉诸一系列行动。如果不道
德行为表现为直接违反法律，监察专员可以向法庭起诉并且作为检
控人。另外，监察专员可以向政府纪律委员会（有权决定对局长或
教授之类高层国家雇员进行纪律处分）这样的纪律机关建议给予包
括警告、停职、罚薪在内的纪律处分。然而，迄今为止最常见的做法
是将如何改进那些被质疑的成问题的做法、结构或程序的建议结合
起来的书面申斥。这可能看上去像是一种软弱的措施，但是一位监
察专员的批评往往会见诸报端，并且被指向的公务员和行政机构会
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因此它通常是相当有效的。如果监察专员发
现了不法行为，需要修正法律或通过新法律，他们可以，或者他／她亲
自将这一问题连同提议的立法方案提交给国会，或者将这一问题知
会相关的国会委员会，留待他们去解决这一问题。尽管国会的监察
专员接受国会的专款和指令，后者会避免干预监察专员的日常工作，
以免危及这一制度的完整性。

（３）二元主义。它是瑞典中央行政机构第三个并且可能是最重
要的区别性特征；比起庞大的规模（相对极小的部而言）或者开放性
和责任性，它可能更加典型：这就是所谓“二元主义”，它可以追溯到
１８０９年宪法（Ｌａ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２）。“二元主义”这个术语不仅意味着政
治性的部和非政治性的机构之间清晰的分界线，还意味着这一区别
为宪法所遵奉①。事实上对一个部长而言，卷入可以被演绎为“部长
统治”的事件会被看作非常严重的过失，每一年国会的宪法常务委
员会都会调查政府成员涉嫌非法干预行政机构事务的案件。

如前所述，瑞典法院被认为是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并且行政机构
工作中，抵制政治干预的保障可以被看作是民主政治体制下非常普

瑞典公共行政◆

①瑞典宪法在这一问题上相当简略，但是机构的部分自主权主要归功于常
年形成的实践。感谢马尔娅·拉姆娜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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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司法体系独立性的延伸。当然，国家司法局和司法大臣都对此
发表过评论，批评了某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有关二元主义的法令的发
现，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严格（Ｓｖｅｒｉｇｅ Ｓｔｙｒｕｔｒｅｄｎｉｎｇｅｎ，２００７：７９
－ ８０）。部分因为瑞典司法和行政系统的重叠，后者有时候会被描
述为“法院式”（Ｐｒｅｍｆｏ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瑞典体制中的二元主义在
国际比较中实际上很独特（芬兰可能是最主要的例外）。因为尽管
很多国家趋向于授予行政组织更大的自主性，没有别的地方是整个
行政架构都建立在“权力委托”基础之上（ＯＥＣＤ，２００２：１５）。反对
企图影响某个机构处理特定事项的禁令，也日益应用到国会成员以
及所有其他政府当局（Ｌａ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２：１３６）。然而，这种自主性有很
明确的限定，并且欧盟成员资格看来也影响到瑞典公共行政的这一
方面，对公务员和各部官员之间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文会
进一步讨论欧盟成员资格的影响，这里则开始讨论政府传统上可以
用于以及应当用于管理行政机构的各种方法。

４ ． 管理行政机构
首先，上面提过的反对干预的禁令只关系到个别的案例。这就

是说，政府的部长被允许对他们管辖下的机构施加一般化的控制；他
们只是被禁止干预牵涉到个体、自治市或者郡委员会的属于个别案
例或者决定的事项。一种用于在更加一般化意义上指导机构工作的
重要手段，换句话说就是被允许的，是任命的权力。机构的首长———
局长、署长或主任———以及理事会，如果有的话，都是由政府任命的。
尽管这些主管并不应当承担政治家的职能，并且通常也是高素质的
行政官员，这仍然是管理的一个重要措施。一些较大的机构还有副
主管，这也是由政府任命的。

虽然存在争议，近来政府已经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这一权力以任
命那些赞成他们政策目标的为主管，这导致了波利特和鲍克尔特
（Ｐｏｌｌｉｔｔ ＆ 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２００４）所说的瑞典政治家和“高级官员”之间
关系的日益政治化。不过对这一权力也有惯例性的限制和例外。在
大学的情形中，尽管它也被定义为中央机构，但是政府任命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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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只是名义上的。比较典型的做法是由代表相应大学教员和学
生的会议提名候选人，政府则绝少否决他们的选择。更为普遍的是，
如果被任命者想要获得他们同事和下属必要的尊重和支持，以有效
地管理他们的组织的话，政府任命的政治色彩就不能够太过明显。

此外，每一个机构都在国会和政府设定的法律框架内运作。管
制所有行政机构的法律和法令汇总都是由国会设定的，因此也构成
了管理它们的第二个重要方式。有些规章是一般化的，另外一些则
高度地专门化（Ｐｒｅｍｆｏ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１１９）。其他的事情中，法令设
定每个机构非常广泛的组织架构，比如什么大部门应该在机构内存
在。然而，正如已经说过的，确切的组织架构是由相应机构领导层决
定的内部事务。当然，最重要的管理后者工作的法律方式是界定了
机构必须执行的政策的法律，这甚至超过属于机构形式和组织事项
的规章。但这更多的是政策而非公共行政问题，所以本文不打算在
此对这种主要的管理方式讨论更多。

除了国会发布的法律和法令，政府会对每个机构撰写特定的年
度指导函，设定它的主要目标以及说明相应机构将可以利用的资源。
从１９７０年代开始，管制行政机构活动的法律和法令的性质有了显著
的改变，从细节性的管制到今天更多依赖目标管理甚至所谓的框架
法律（Ｈａｌｖ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Ｔａｒｓｃｈｙｓ，２００６），这一转型很明显地
体现在政府如何利用它的财政工具去管制行政体系。

这些财政工具依次构成了国会和政府可以且确实管制行政机构
的第三种重要方式，尽管后者有宪法保障的独立性。每年２月，每个
机构都被要求提交年度的活动和财务报告，以及它是否实现了政府
上年度设定的目标。一个星期后，机构将提交它们下年度运作所需
要的资金评估。这些报告构成了各部下年度预算工作的重要基础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７）①。

瑞典公共行政◆

①预算过程也在经历一些变化，但是最终结果现在为止还不确定。其方向
看来仍然是下面段落界定的趋势的某种延续。



１３２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预算由政府在财政部的领导下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它的职责和
权力看来近年已经上升了），然后提交给国会审批。这分成两个阶
段：首先，描述政府整体财政政策方针的一般化的财政政策议案在春
季被提交给国会。最终的预算议案包括总支出的上限以及约２０个
政策领域①中各自的特定拨款，然后由国会在秋季考察，其间议员可
对预算进行修正。支持两阶段程序的观点在于针对个别项目的资金
分配决策不应该决定预算讨论的宏观层次结果：第一阶段设定可以
承受花多少钱，接下来再决定如何花这笔钱。预算提案被批准后
（正常在１２月中旬），每个部都确定给行政机构的拨款指南，设定相
应的部管辖下的各机构的目标以及资源分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７）。

上文提到的公共行政中财政管理性质的变化，明显地体现在针
对特定项目和任务的专用性拨款日益减少。相反，现在首选框架性
分配，行政机构也以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安排其预算的更大自由
度。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想相一致，总的想法是政治家设定目标
和提供资源，但是公务员和他们的管理层则最适合决定用恰当的方
式去实现目标。机构需要提交的年度报告遵循政府预先设定的格
式，部分原因是为了便于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比较，并且这种规范成为
了重要的管制措施。此外，年度报告要有来自各机构的月度执行性
报告的补充，从而使相关的部能够监督所设定的机构目标的进展情
况。但是目标管理和基于绩效的预算体制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斯
德哥尔摩大学的政治科学家塔奇斯（Ｔａｒｓｃｈｙｓ，２００６）认为很多由政
治家界定的目标难以实施和评估，因为它们要么是理想化的，冗赘
的，要么索性过于抽象和价值负载（ｖａｌｕｅｌａｄｅｎ）（Ａｌｍｑｖｉｓｔ，２００４）。

最后，我将补充另一个事实上各部官员需要管理其下辖机构可
用的工具：非正式合同。关于这种合同是否构成违反宪法关于二元
主义的要求还存在一些争论，并且这种合同无疑是不能采取某个部

◆专栏

①目前有２７个政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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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告诉某个公务员在特定事项上应该如何做这种形式的。这将会明
显违反二元主义条款。然而，事实是，非正式合同确实存在，并且是
政治家及其工作人员可用的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下文考察瑞典加
入欧盟的影响时，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但是在此将把注意力转到
地方和区域层次以继续介绍政府所有层次上的公共行政。

三、区域和地方层次：郡委员会、郡行政委员会和自治市

（一）并非简单的等级制

就单位规模而言，瑞典国家层次之下的第二大民选政府层次是
区域层次，我们从中可以找到郡自治议会，或者简单说就是郡议会。
瑞典有２１个郡但是只有２０个郡委员会（哥特兰岛没有自己的郡委
员会），它们是本郡直接选举产生的区域政府。郡的规模各异，人口
从稍低于２００万（斯德哥尔摩）到不足１３万（耶姆特兰，Ｊｍｔｌａｎｄ）。
大约一半的郡委员会管辖２０万到３０万人口（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８：５）。在每一地区，还有郡行政委员会，这实际上是中央层次行
政机关的一部分，因此不应该和郡委员会混为一谈。

民选政府的第三个层次是地方层次，我们可以找到自治市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ｅｓ）或者市（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二战结束时，大
约有２５００个市，但是经过一系列市政改革，这一数字已经削减到今
天的２９０个市。市的规模从比尔霍尔姆（Ｂｊｕｒｈｏｌｍ）极小的２６００人
到拥有８０万人口的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都会。一半的市定居人口
少于１５０００人。至于地理范围，北方的基律那（Ｋｉｒｕｎａ）最为广袤（大
约１９５００平方公里）而斯德哥尔摩的近郊松德比贝里（Ｓｕｎｄｂｙｂｅｒｇ）
最为狭小（９平方公里）（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８：５）。

尽管各郡委员会在地理边界内有若干市，理解这两者之间并非
等级制的关系非常重要。郡委员会对其地理边界内的市，既没有官
方的也没有非官方的权力。它们因而是政府中平行的层次。国家立

瑞典公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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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和这两个次国家层次（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之间的关系稍微
复杂一些，但是即便这样也不是简单的等级制关系。瑞典是一个单
一制的国家并且所有权力最终发源于国家立法机关。然而，比起其
他单一制国家的普遍做法，立法机关———国会———授予了更加广泛
的权力给乡村市或者市（两者技术上都被称为“自治市”）。自治市
的自治性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早期并且自１９７５年始就得到宪法保
障。在法律惯例中，区域和地方层次的代表都由直选产生，并且为了
给其活动提供资金而有权征税，这些事实更是强化了这一点。

（二）区域和地方权限

地方和区域自治的另一个保障在于，三个层次之间存在着相当
清楚的权限区别。郡委员会全力专注于保健和牙科护理，尽管他们
还与相关的自治市合作主管了区域层次公共交通的某些方面，并且
可以从事比如推广旅游或者文化这样的事项。相比之下，自治市则
主管了一长串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有教育、日间看护／幼儿园、长者和
残疾人看护、图书馆、城市规划、救援工作（包括消防）、给排水、街道
和公园维护、废物收集和处理、以及民防（Ｈａｌｖ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１９７２］：１５２）。地方和区域部门的合并支出中，自治市层次占了大
概７０％，郡委员会只占了所有自治机关总支出的大约３０％。下图
（图１、图２）提供了不同类型自治机关２００５年总预算的概况。

瑞典过去３０年国家和自治市层次之间的权限划分中有持续性
和深远的分权化，其表现之一就是全国大部分的公务员现在为自治
市工作。波利特和鲍克尔特（２００４）援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关于１２个国家各层次政府公共雇员的百分比，数据显示就
国家和地方／区域部门的相对规模而言，瑞典更接近美国或加拿大这
样的联邦制国家，而不是法国或者英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Ｐｏｌｌｉｔｔ ＆
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２００４：４４）。下图（图３）（来自于ＯＥＣＤ公共雇佣和管理
工作小组（Ｐｕｂｌｉｃ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关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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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分部门的市政支出（２００５）
　 资料来源：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８

图２　 分部门的郡委员会支出（２００５）
　 资料来源：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８

于政府中雇佣的报告）清楚地描述了瑞典相对其他单一制国家是何
等的分权化。２００５年调查的１５个国家中，国家（联邦）层次的政府
雇员相对于地方和区域层次的比例，只有联邦制国家澳大利亚、德
国、美国和加拿大比瑞典更高。

瑞典公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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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政府层次的政府雇佣比例（２００５）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２００８：２６

概览２００６年瑞典的状况可以看出，全部公共部门雇员中超过一
半（５５％）在自治市工作，另有１６％在郡委员会，５％在地方所有公
司。上面讨论过的三种全国／中央行政实体形式雇用了瑞典公共部
门中全部人员的３４％（见下图４）。

图４　 公共部门不同部分雇佣的人员（２００６）
　 数据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８ｂ：２５

１ ． 收入来源
上面讨论过的由宪法保障的地方／区域自治，其先决条件之一就

是次国家政府有征税以为其活动提供资金的权利。但是该权利受到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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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限制。比如，１９９６年的预算法案中央政府就主张地方和区域政
府的活动对国家财政影响过大，以致不能完全交由它们自己的机构
去处理：“确定地方经济政策的可利用空间，应当基于对总体（全国）
经济前提和自治机关活动当前需要之间的平衡的判断，并且兼顾对
地方自治的尊重。”（Ｐｅｒｓｓｏｎ，１９９６：７：１）

１９９６年预算中，中央政府发布了地方税收上限，以减轻瑞典雇佣
劳动者整体税收负担，国会宪法常务委员会（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因为这一决定涉嫌侵犯地方自治权而进行了调查，
不过确认它合宪。在１９９０年代后期有多次所谓的地方“税收冻结”，
依据国会从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开始的一项决议，所有地方／区域政府都要
求到２０００年为止实现收支平衡。次国家政府自由制定其自己政策的
能力显然受到一些限制，但不应该过度渲染这些限制的重要性。来自
中央政府的干涉就那么几个，并且从来没有超越此类设定边界的行为
去直接影响政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政府设定暂停增长征税的
根本原因：地方和区域部门对全国经济来说，是如此庞大和重要，这一
事实是导致他们干预的首要原因。

在分析政府的地方、区域和全国不同层次间关系时，考究各个层
级的政府在纳税人所交税款中分别拿到了多大比例相当有用。如果
我们只看所得税，工作的瑞典人从他们的薪水支票中直接缴纳的税
款，大多数是区域／地方所得税。瑞典人２００５年缴纳的４７４０亿瑞典
克朗所得税中，区域／地方（郡委员会和自治市）税收占了４３６０亿瑞
典克朗，大约为９２％，而中央政府的税收份额只有３８０亿瑞典克朗，
即８％（Ｓｋａｔｔｅｖｅｒｋｅｔ①，２００７：５４）。地方和中央政府所得税份额之间
的比例关系在近２０年中都比较稳定。

但是如果我们将数据扩展到包括全部税收和对政府项目的支付，
而不仅仅是所得税，整个图景就改变了。对此简单的两部分解释在于
地方和区域政府从所得税中获得它们大部分的资金，自然中央政府是

瑞典公共行政◆

①Ｓｋａｔｅｖｅｒｋｅｔ，即瑞典税务局（Ｓｗｅｄｉｓｈ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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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税种的主要受益者。２００５年自治市和郡委员会总共从所得税中
获得的４３６０亿瑞典克朗构成了３２％的税收总收入。缴纳给中央政府
的总税收达到７６２０亿瑞典克朗，达５６％。不到１％的瑞典税收给了欧
盟，不过支付给养老金系统的款项达到约１１％（Ｓｋａｔｔｅｖｅｒｋｅｔ，２００７：
４５）。这些比例关系见下图。

图５　 瑞典分种类的税收（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５）
　 数据来源：Ｓｋａｔｔｅｖｅｒｋｅｔ，２００７：４５

将上面提过的地方／区域３２％的税收比例进一步细分，可见区
域获得了这笔款项的１ ／ ３，其他的则归了自治市。２００８年，自治市平
均的所得税比例为２１％，而郡委员会的所得税平均比例为１１％，这
些数字在近几十年来或多或少都比较稳定（Ｓｔａｓｔｉｃｓ Ｓｗｅｄｅｎ，
２００８ａ：３０）。

上文提到过，地方／区域所得税只是郡委员会和自治市收入的来源
之一。然而它是唯一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构成了全部郡委员会收入的
７０％以及自治市的６６％（２００６年数据）。收入的另外两个来源是用户费
（郡委员会的１４％，自治市的２３％）和政府的拨款转入（郡委员会的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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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自治市的１１％）。下面两个图直观地表现了这三种收入来源对郡
委员会和自治市的相对贡献以及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６年间的发展。

图６　 郡委员会收入（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数据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８ａ：１１２

图７　 市政收入（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数据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８ａ：１１２

瑞典公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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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说明对两类自治市而言，税收收入都构成了最重要的收
入来源，而且对郡委员会来说平衡补助金已经比以前更为重要。中
央政府的拨款转入曾经有三种方式：综合性、指定用途（或直接的）
以及平衡补助金①，但是指定用途拨款在１９９０年代期间已经逐步取
消，而综合财政补贴从２００５年起已经被平衡补助金所取代。后者的
目的在于，补偿因为某些郡委员会／自治市拥有更多的高收入者以及
由此而来的更强所得税税基所导致的收入不平衡。比如，拥有最高
所得税税基的自治市———丹德（Ｄａｎｄｅｒｙ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１７７％，然而奥尔延（?ｒｊｎｇ）自治市的税收能力比平均水平低７４％。
如果没有平衡系统，那么，为了给予自治市达到全国平均水准的相同
人均税收收入，奥尔延的公民将必须缴纳超过２７％的地方所得税
率，而丹德的公民则只需缴纳１２％（Ｓｗｅｄｉｓ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ＫＬ ／ ＳＡＬＡＲ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８：
８）。为了缩短这些差距，拥有较小所得税税基的自治市和郡委员会
（比如拥有更多数量的低收入公民）将从中央政府获得所得平衡补
助金。所得税税基较高的郡委员会和自治市，也需要给这一系统支
付少量费用，但是中央政府是平衡补助金主要的资金提供者。这一
平衡系统还有其他方面，包括以减少差异（比如：长者或学龄儿童的
比例高等）为目标的成本平衡补助金，因为这会给自治市和郡委员
会带来较高的成本（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８ａ：１８ － １９，６５）。

２ ． 管理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废除指定用途拨款的决定，看上去削弱了它直接管理

或者影响自治机关政策的能力。这一行动与作为瑞典新公共管理运
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目标管理流行趋势是一致的，并且与瑞典政府和
公共行政中日益增长的分权化普遍趋势相协调。不过，最好将它看

◆专栏

①为了精确起见，以前的平衡系统是强制自治机关之间转移支付———所谓
的“罗宾汉”系统，因英国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传奇而得名———并且不是中央政
府的补助。因此，当前的平衡补助金和２００５年前的平衡系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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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治理工具类型的重要转型，而不是不再影响自治机关的决策。要
阐释中央政府可用的治理工具，可以快速浏览一下属于自治市职责
的义务教育的组织①。

国家教育和研究部为学校政策设定总体目标，它们在经过国会
商议和修正后，载入全国性的教育法（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这一法案包
括了学校政策的支配性目标，这意味着它里面设定的很多目标和规
则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比如根据瑞典教育法的公开文本，学校的活
动“其组织都应该符合基本的民主价值，学校系统中起作用的每个
人都应该促进对个人的内在价值以及对我们的共同环境的尊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０：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 ２）。这一法案还界定了教育应该如何组织的众多要素。这些法
律条文则更具体：“自治市和郡委员会有义务，将接受了恰当培训的
教育中的教师、幼教教师或者康体活动导师（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用于他们将主要承担的教学工作。”（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０：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３）不过，它们还是给自治机
关留下了相当大裁量权，去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组织其学校。

该部将教育法设定的目标在用于义务教育学校的，包含学校综
合性学习目标的全国教学大纲中具体化。接着这些目标由国家教育
署（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在每门学科和年级的“课程提
纲”中将这些目标加以分解和具体化。接下来就是每个自治市的责
任，进一步细化设定在教学大纲和课程提纲中的目标，并且说明他们
打算如何实施。如前所述，自治市肩负着遵照法律和设定于上述众
多管理文件中的目标去组织和管理学校的主要责任。比较典型的做
法是，自治市设立教育局去管理学校并协调不同学校之间的活动。
任命每所学校或学区的负责人，以及分配资金给学校，这都取决于自
治市，虽然对负责人的培训属于中央政府的责任。

瑞典公共行政◆

①某些特定类型的中学（主要是培训学生在护理行业或农业中工作的学
校）由郡委员会管理，但是它们只构成了学校系统很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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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市需要提交有关全国教学计划中设定目标执行情况的统计
数据和评估，这以年度的所谓质量报告的方式进行。国家教育署负
责分析和评价具体学校以及自治市关于设定目标的业绩。还有一个
单独的国家机构实施检查，以确保学校遵守法律和教学计划。因此，
正如这一概览所说明的，地方政府尽管有权利成为自治的行为者，但
还是负有履行中央层次制定的政策的任务。而且，在这些活动中他
们受到各种国家机构密切的监督和评估。

３ ． 自治机关中的政府和行政机构
正如国家层次一样，地方和区域层次也有立法议会，且自治市和

郡委员会中议会的选举在国会选举的同一天进行。中央政府在自治
机关中的对应机关被称作执行委员会（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但
是地方和区域政府的组织方式和中央政府有显著区别。首先，与中
央政府通常由拥有国会多数信任票的政党联盟构成不同，执行委员
会通常由包括少数党在内的议会代表构成。执行委员会最少由５名
成员构成，以便能形成一个微型议会（Ｈａｌｖ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１９７２］；Ｍｏｎｔｉｎ，２００６）。

其次，二元主义是瑞典中央层次政府和行政机构之间关系的最
为典型的特征，但是在地方和区域层次却都没有。议会成员也是众
多委员会当中的某一个成员，这些委员会———协同行政人员———肩
负着在议会考虑前准备议案、执行议会决定、管理和运作地方活动、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执行全国或欧盟立法的责任（Ｈａｌｖ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９７２］；Ｍｏｎｔｉｎ，２００６）。瑞典地方和区域层次的民选政治家
相应地，被允许以一种在中央的同行们不可为的方式去管理公务员。

自治市和郡委员会中治理、统治或管理的形式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也
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日益增长的责任与不变甚或是削减的中央政府
拨款的合力，迫使许多自治市开始重新评估和改革他们的活动，１９９１
年生效的约束自治机关活动的新法律（从那以后都在持续修正）也
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自由度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组织其活动
（Ｍｏｎｔｉｎ，２００６：１０９）。尽管这些活动并非都可以归类为新公共管理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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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但有很多则确实是。大多数自治市都依赖于这种或那种形式
的目标管理，大约３０％的自治市已经某种程度上在他们组织中制度
化了购买者和提供者的区分（Ｍｏｎｔｉｎ，２００６：１１３）。很多较大的自治
市还采用了以地理为基础的进一步细分部门的做法，比如斯德哥尔
摩市现在就有１４个地区委员会。

地方政府比中央层次的政治家甚至更热衷于彻底私有化，或是创立
市政和郡委员会股份公司。地方行政机关则日益普遍地将服务开放给
竞争性招标（Ａｌｍｑｖｉｓｔ，１９９９）。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０年，地方福利服务①私人
所有的提供者雇佣人员的份额从６． １％上升到１２． ７％，增长了１０８％
（Ｋｏｍｍｉｔｔéｎ Ｖｌｆｒｄｓｂｏｋｓｌｕｔ ＆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ｅｔ，２００１：１３１）。最小
的比例是在学校部门，２０００年所有雇员只有３． ４％在私有替代者当中工
作（另一方面，从１９９３年起还是增长了１８３％，自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人数又
翻倍了），最高的比例则是在牙科护理工作中的雇员，２０００年被私有公司
雇佣的人数达到６３．９％。最剧烈的增长发生在长者和残疾人护理部门，
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０年私人雇佣的份额增长了超过４００％（Ｋｏｍｍｉｔｔéｎ
Ｖｌｆｒｄｓｂｏｋｓｌｕｔ ＆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ｅｔ，２００１）。

学校部门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瑞典已经开始的一项相当独特
的实验，允许自由市场机制在社会民主福利国家重视平等的框架内
运作。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瑞典大约有８％的中学生到私立
学校上学（Ｍｏｎｔｉｎ，２００６：１１４）。学券制度允许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选
择去哪里———公立或者私立———上学，不管他／她去哪里上学，学券
都随之而来。这一体制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保证了教育提
供上一定水平的平等。首先，政府为每位孩子给公立和私立学校提
供数额大致相同的补贴，这一数额应当覆盖这一学生受教育的实际
费用。目前，自治市提供给私立学校每位孩子的平均数额相当于公
立学校小孩平均费用。其次，不允许私立学校在政府支付给他们的
费用之上再索取额外的费用。这是为了尽量避免极端昂贵的系统以

瑞典公共行政◆

①医院和保健护理，牙科护理、学校、长者看护和日间看护／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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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此而建立的排他性私立学校，比如，在美国，选择学校的自由对
那些无力支付更好的私立学校较高的学费的孩子家长而言，经常是
没有实际意义的。第三，国家教育部门负责评估和控制（包括私立
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在遵守法律和遵照国家教学计划中既定目标
上的状况。他们部分地通过实地检查来做到这一点。

这一体制有几个优点，最明显的是它在学校之间引入了市场竞
争的元素。差的学校其学生会疏散到好的学校，并且因此会有动力
去变革，否则就会冒关门的风险。对学生个体及其父母而言，另外的
好处在于增加了可选择的替代性“产品”的可用性，并且增加了由此
而来的多样性，因为学校需要努力寻找细分市场和鲜明特色以吸引
学生。这一体制内在的弱点在于学校之间的竞争只限于人口相对密
集的区域，而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或者北部地区则毫无意义，因为
那里经常一个镇的学生都凑不足一个学校，更不用说同一地区几个
相互竞争的学校了。另一个危险则在于增加隔离的风险，这源于受
过良好教育且有能力的父母更倾向于将他们的孩子转到更好学校的
可能性。瑞典的学券模式不会导致严格基于收入的隔离，因为任何
父母都能够负担得起任何学校，但它可能会导致得到父母有力支持
的高积极性学生从表现差劲的学校中流失，从而进一步削弱这些已
经在竭力挣扎的学校的教育质量。这一情况已经有了一些苗头。这
就是说，瑞典的学校学券制度不会导致趋向美国那样的完全由私人
方式提供资金的学校系统所带来的隔离水平。

４ ． 欧盟和瑞典公共行政
瑞典１９９５年加入欧盟对公共行政的影响非常显著，但是其性质

还有待讨论。充分涵盖这一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关于加入
欧盟后果的少量评论是恰当的。欧盟在瑞典既有的３个本国政府层
次之上添加了第四个层次———经常被称作是超国家层次。尽管处于
变迁中，欧盟内部决策程序和权限范围目前在３个所谓的欧盟支柱
间都各不相同。超国家元素在第一个支柱中最为强势，这一支柱包
含了属于内部市场和欧盟间贸易，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的问题。决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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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通过多数票做出，并且个体成员国因此即便决策违反了他们的利
益也丧失了否决权。在第二和第三个支柱中，关注的是属于外交和
安全政策，以及司法和警察事务相应合作的事项，成员国还是保留有
相当大的自治权①。

根据多项瑞典政府研究，欧盟成员资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瑞
典政府或者公共行政体制。瑞典政府的民主体制和广泛的地方自治
特点都没有被加入欧盟这一决策所削弱。部和机构之间的二元主义
关系依然原封未动，尽管两者之间非正式的接触已经变得更加频繁
和重要（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７）。中央各部官员的工作负担显著增加，考
虑到它们比起欧盟其他国家较小的规模，这并不令人惊讶。尽管瑞
典政府官员在欧盟部长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代
表各国家政府）中参与最多，他们在行政机构中的瑞典同僚则倾向
于更多地涉及欧盟行政机构———欧洲委员会———的工作。然而，鉴
于瑞典各部较小的规模，当各部官员准备部长委员会的议案时，行政
机构也相当重要地涉及为其提供支持之中（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７）。

不过，近来其他研究提出，欧盟成员资格对瑞典公共行政的影响
比政府认为的更大。雅克布森和戈兰·桑德斯特罗姆（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
＆ Ｓｕｎｄｓｔｒｍ，２００６）认为瑞典政府和公共行政以三种主要方式受到
影响：第一，国家自身不再是简单的规则制定者，而更多地作为“规
则追随者”。这是加入欧盟的后果之一，因为每个成员国都承诺接
受欧盟政策，即便是那些他们事实上在欧盟立法机关里投了否决票
的政策。请回想一下欧盟是一个超国家组织。第二，瑞典中央政府
（包括政府各部、国会和行政机构）变得更少凝聚性而更加“碎片
化”。第三，国家自治不比从前，因为它日益“陷入”欧洲网络中。

瑞典公共行政◆

①里斯本条约（Ｌｉｓｂ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将废除这一支柱结构并且增加超国家元素。
在本文写作之时，这一条约仍然在等待捷克共和国和爱尔兰的批准。在捷克最
高法院最近宣布这一条约并不违反捷克宪法后，它得到捷克的认可看来颇有可
能。爱尔兰虽然在早先的全民公决中拒绝了这一条约，其首相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８
日访问瑞典期间，声称他将会努力找到方式使这一条约能够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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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陷入欧洲网络的程度，雅克布森和桑德斯特罗姆（２００６：
４８）调查的许多部和机构中，约８０％的单位报告说他们和欧盟机构
有直接的联系，约一半说这些联系至少一个月一次①。因此一个相
关的问题就是，通过欧盟成员资格明确要求的与欧盟对应机构的频
繁接触，中央政府官员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化了。威佛尔（Ｖｉｆｅｌｌ，
２００６）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欧盟成员资格的影响在性质上非常重要，
但是最复杂的效应，体现在经常处理欧盟问题的部和机构中的公务
员核心群体身上。他们趋向于和布鲁塞尔那些志趣相投的公务员形
成“小圈子”，并且比起回来后的同僚，他们经常和其他欧盟成员国
的相应人员，或者瑞典其他部和机构中处理相同问题的人员，拥有更
多的共同点。托布永·拉尔森描述了这种时常发生的，有关中央公
务员在（例如欧盟委员会）工作时到底应该代表谁的混淆：

通常公务员被训练为只服从一个主人，并且一次只扮
演一个角色。然而欧盟的委员会系统经常对中央公务员提
出相互冲突的要求，要他们同时满足两个主人的愿望———
欧盟以及他／她自己的政府———并且扮演不同类型的角色。
（Ｌａｒ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常被称作“欧洲化”的效应也增加了垂直联系，并且强化了部和
机构之间、特定单位内公务员和他们上级之间的关系，尽管也在同一
机构不同单位之间的公务员中存在一定的社会分裂。部分挑战在于
欧盟事项通常需要在时间压力下加以处理，这意味着公务员并不总
是能够去征求各部中他们上级的意见，以确认他们代表了正确的国
家立场（碎片化）。逐渐出现的一个回应该问题的流行“策略”，就是
上述威佛尔提出的增强的非正式接触频率。政府还更加频繁地利用
预备和咨询群体（ｂｅｒｅｄｎｉｎｇｓｇｒ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ｓｇｒｕｐｐｅｒ）。前者

◆专栏

①他们调查了各部（除了首相办公室）７８个子单位，６０个较小的机构，较大
机构中的２２６个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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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好几个部或者来自部和行政机构的成员所组成的，某种程度
上的非正式群体，而后者则可能还包括社会组织或者来自行业或不
同公司的代表（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 ＆ Ｓｕｎｄｓｔｒｍ，２００６：１３０ － １３３）。

除了使回应的迅速获得更加容易以外，这些非正式接触还使得
机关中的公务员“了解到”他们部中的官员，并且因此而学会预期这
些官员将会如何回应欧盟对应机构提出的妥协或者协商建议。然
而，友谊、圈内话以及社会化将慢慢出现在经常在相同问题领域进行
合作的公务员之间，并且使得和“圈外人”的交流更加困难，即便他
们自己机构的同僚也是如此（Ｖｉｆｅｌｌ，２００６）。另一方面，小圈子内部
跨越部

!

机构“界限”的联系则变得密切。桑德斯特罗姆以瑞典竞
争局（行政机构）的公务员和企业、能源和通信部的管理者在处理关
于欧盟竞争政策的问题时非正式和频繁的接触作为一个典型事例。
部和机构官员之间的联系变得日常化，并且包括了电话、电子邮件和
会议（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 ＆ Ｓｕｎｄｓｔｒｍ，２００６：５２）。因此，这就是欧盟成员
资格如何在实践中部分地侵蚀，或者至少是改变了上文讨论过的二
元主义，而它曾经是瑞典中央机关中最典型的特征。

欧盟成员资格对地方和区域政府最明显的影响可能是它们必须
遵守众多新规则。瑞典地方当局和区域协会（Ｓｗｅｄｉｓ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ＡＬＡＲ）２００１年报告说，正是因
为加入欧盟，自治市有关环境的工作负担已经增加了１０％（Ｍｏｎｔｉｎ，
２００６：５）。加里·马克思（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以及其他学者都认为，欧盟
使得地方和区域政府避开了它们的中央政府，比如说可以直接向欧
盟申请补助，这样，就以中央政府为代价向次国家政府进行了授权
（Ｈｏｏｇｈｅ ＆ Ｍａｒｋｓ，２００１：８１ ｆｆ）。尽管这当然不会导致中央政府权
力的彻底空洞化，瑞典的地方和区域政府也确实已经联合起了力量，
并且建立了联合性的“布鲁塞尔办公室”。这样———正如我们在很
多中央机构区域分布中看到的那样———就会使用一些中间性的地理
分界线，它们处于郡的层次之上，但是又没有任何真实的本地机构性
对应物：中部瑞典、东部瑞典、中瑞典、北部瑞典、南部瑞典、斯德哥尔

瑞典公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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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区域办公室、以及西部瑞典就是这些次国家代表处的名称。每一
个都代表很多自治市和郡委员会去和欧盟的机构联系。

１９９４年，欧盟建立了区域委员会，这是一个影响所有成员国区
域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化渠道。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它的意见在任何
影响地区和区域政府的议案中都是必需的。并且，它自身也可以提
出意见。不过，它作为次国家政府代言人的权力也受到两方面的牵
制：其成员必须由中央政府提名，并且成员们倾向于按照南北和国家
的维度进行划分（Ｈｏｏｇｈｅ ＆ Ｍａｒｋｓ，２００１：８２）。对次国家政府和行
政机构中官员而言，更有影响力的渠道反而是半非正式的游说体制
和在联盟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委员会学”。鉴于它们的规模和专业
能力，行政机构能够对最初准备欧盟立法提案的欧洲委员会广泛的
委员会系统，以及生效后的欧盟规章制度的执行做出贡献。瑞典自
治市和郡委员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他们特别擅长利用其“立足本
地”的强势存在，以及瑞典公共部门活动中的巨大份额去影响欧盟
规章制度的执行。

四、讨　 　 论

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迈耶（Ｊｏｈｎ Ｍｅｙｅｒ）及其同事们
提出了一个相当明显，但是常被忽视的，有关民族国家全球版图的重
要观察结论。全世界政府和公共行政在它们的组织规划上都异常相
似。比如，所有国家都有类似教育部的机构去负责教育政策的实施，
以及监督学校系统的运作，并且，所有国家都有建立在或多或少等级
制的相互关系基础之上的政府层次（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０）。世界其他地方
是这样，瑞典也是如此，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瑞典公共行政和其他国家
是很相似的。

然而，我已经近距离地看到，瑞典所有层次的公共行政还是有某
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当独特的制度。有３个特征特别值得一
提，并且它们涉及国家与公民、政治家与公务员、以及中央与地方政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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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之间的关系。
１ ． 国家－公民关系：开放性。行政机构和地方以及区域层次机

关的工作受到媒体、监察专员或者被侵害公民的潜在监督。文件公
共利用的原则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是在瑞典的历史比其他几乎所
有地方更悠久，地位也更为重要。文件可以被加密，但是这一权力通
常不会滥用。鉴于所有作为决策的一部分的文件都必须注册，并且
授予一个特有号码，对公开性的着重强调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务员
的工作负担，但是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减少腐败空间以及增加整
个公共行政和政府合法性总量的好处，大大超过了效率的（未证实
的）边际影响。

２ ． 政治家－官僚关系：二元主义。瑞典公共行政最独特的特征
之一就是，不仅在宪法中得以推崇，而且成为了国家制度结构组成部
分的严格的二元主义。和拥有部委系统的国家不同，瑞典各部规模
很小，并且和更大的行政机构明确地分开。部长在特定事项中影响
公务员决策的企图是非法的，并且可能导致部长被国会的宪法常设
委员会追究责任。很多国家都走向了政治领域和行政的更大区分，
但是很少（如果有的话）能够像瑞典一样，将这一区分融入它们的政
府体制，芬兰也只是在更低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在那些受
欧盟中合作影响剧烈的某些政策领域，欧盟成员资格看起来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二元主义的相关性。

３ ． 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分权化但是依然单一制的国家。最后
一个特征最为复杂。描述不同层次间政府关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说明瑞典是一个高度分权化的单一制国家。一方面，地方自治受到
宪法和长期实践的保障。地方和区域部门的雇员大约占瑞典全部公
共部门雇员的３ ／ ４，具有征税和收取使用费的权利从而给它们自身
的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并且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拥有大量合法性的政
治家所领导。近年来关于中央政府如何分配资源给自治市的预算改
革，以及目标管理，无疑增强了地方政治家和公务员按照他们认为合
适的方式去组织活动的空间。

瑞典公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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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授之于地方和区域层次的权力最终还是来自于国家
单一主权———国会———委托的权力，并且所有这些授权都存在着边
界和限制。地方和区域税收依据中央政府设定的规则来计算，所谓
的税收冻结也被引入很多年了，并且伴随而来的是中央政府对地方
政府平衡其预算的要求。此外，市的政治家经常会抱怨，过去３０年
持续地将责任移交给自治市的分权化运动，并没有伴随相称的资源
转移，以处理自治市日益增加的负担（Ｍｏｎｔｉｎ，２００６）。不过，总而言
之，就单一制国家而言，不得不说瑞典是非同寻常地分权化。

除了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征，瑞典公共行政在经合组织国家中
属于行政上相当怀旧的。很难确定，是否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对瑞
典也像对英国和新西兰那样留下了巨大印记，但是在这一精神下所
有层次的政府和行政都经历了广泛的改革。本文没有触及瑞典新公
共管理改革的其他方面———标杆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等。但是这
些和其他方面的实验一直在进行。

鉴于整体瑞典公共部门的庞大规模，以及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２年间金融
危机的严峻性，１９９０年代广泛的削减预算的压力与其他很多可比较
国家相比，对瑞典公共行政的打击可能更加沉重。因此，１９９０年代
期间的公共行政改革典型地具有了至少部分是削减成本的目标。不
过这并非瑞典所独有。像大多数国家一样，瑞典公共行政的管理者
努力提供用户友好、有效、公正、有成本效率的服务给全体公民。在
目前的全球经济氛围下，衰退带来的日益缩小的税基和增长的失业
救济金以及福利服务需求，给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造成了巨大的压
力。因此重点将很有可能再次从改善服务转移到削减成本，不过这
是否会影响到本文探讨的瑞典公共行政模式的基石则依然有待
观察。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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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Ｂ． ＆ Ｓｕｎｄｓｔｒｍ，Ｇ． （２００６）． Ｆｒｎ Ｈｅｍｖｖｄ ｔｉｌｌ Ｉｎｖｖｄ：
Ｅｕｒｏｐｅｉｓｅｒｉｎｇｅｎ ａｖ Ｓｖｅｎｓｋ Ｆｒｖａｌｔｎｉｎｇ ｏｃｈ Ｐｏｌｉｔｉｋ（１ ． ｕｐｐｌ）． Ｍａｌｍ：Ｌｉｂｅｒ．

Ｋｏｍｍｉｔｔéｎ Ｖｌｆｒｄｓｂｏｋｓｌｕｔ ＆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ｅｔ （２００１ ）． Ｖｌｆｒ
ｄｓｔｊｎｓｔｅｒ ｉ Ｏｍｖａｎｄｌ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Ｆｒｉｔｚｅｓ．

Ｌａｒｓｓｏｎ， Ｔ． （２００２）． Ｓｗｅｄｅｎ． Ｉｎ ＯＥＣＤ 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ｏｄｉ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ａｒｓｓｏｎ， Ｔ． ＆ Ｂｃｋ， Ｈ．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２００８ ）．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Ｐｏｌ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ｌｉｔｔｅｒａｔｕｒ．
Ｌａｒｓｓｏｎ， Ｔ．， 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ｕｐｐｅｎ ｆｒ Ｓｔｕｄｉｅｒ ｉ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ｇ Ｅｋｏｎｏｍｉ ＆

Ｆｉｎａｎｓｄｅ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ｅｔ（２００３）． Ｐｒｅｃ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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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 Ｄｅ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ｓｓｅｒｉｅｎ．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Ｆｒｉｔｚｅｓ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ｇａ 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ｒ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ｃｅ ［Ｆｉｎａｎｓｄｅｐ．］，Ｒｅｇｅｒｉｎｇｓｋａｎｓｌｉｅｔ．

Ｌｅｍｎｅ，Ｍ． ＆ Ｇｕｎｎａｒｓｓｏｎ，Ｖ． （１９９８）． Ｋｏｍｍｉｔｔéｅｒｎａ ｏｃｈ Ｂｏｆｉｎｋｅｎ．
Ｆｒ ｅｎ Ｋｏｍｍｉｔｔé Ｓｅ Ｕｔ ｈｕｒ ｓｏｍ Ｈｅｌｓｔ？ＥＳＯ，Ｄｓ：５７ ．

Ｍｅｙｅｒ，Ｊ． Ｗ． （２０００）．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５ （２）：２３３ － ２４８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２０００ ）．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Ｉｎ ＳＦＳ Ｎｏ． １９８５：１１００，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ｕｐ ｔｏ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ＦＳ
２０００：４４５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Ｖｘｊ：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ｓ Ｔｒｙｃｋｅｒｉ．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８）．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ｓ Ｔｒｙｃｋｅｒｉ ＡＢ．

Ｍｏｎｔｉｎ，Ｓ． （２００６）． Ｍｏｄｅｒｎａ Ｋｏｍｍｕｎｅｒ． Ｌｊｕｂｌｊａｎａ，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Ｌｉｂｅｒ
ＡＢ．

ＯＥＣＤ（２００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ｏｄｉｅｓ． 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ｅｒｓｓｏｎ，Ｇ． （１９９６）． Ｂｕｄｇｅｔ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 ／ ９６ Ｎｏ． １５０ ．
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ｎ，Ｏ． （２００７）． Ｄｅｎ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ｇａ Ｍａｋｔｅｎ．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ＳＮＳ Ｆｒ

ｌａｇ．

Ｐｏｌｌｉｔｔ，Ｃ． ＆ 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Ｇ． （２００４）．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 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ｒｅｍｆｏｒｓ，Ｒ．， Ｅｈｎ， Ｐ．， Ｈａｌｄéｎ， Ｅ． ＆ Ｓｕｎｄｓｔｒｍ，Ｇ． （２００３）．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 ＆ Ｂｙｒｋｒａｔｉ．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Ｓｔｕｄｅｎｔｌｉｔｔｅｒａｔｕｒ．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Ｂ． （１９９８）．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１ （４）：２８７ － ３０６ ．

Ｓｃｈｎ，Ｌ． （２００８）． Ｓｗｅｄ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８００ － ２０００ ．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 ／ ｅｈ． ｎｅｔ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ｃｈｏ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Ｓｋａｔｔｅｖｅｒｋｅｔ （２００７ ）． Ｔａ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 ２００７ ．
Ｖｌｌｉｎｇｂ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 ?ｒｅｂｒ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８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２００８ ． ?ｒｅｂｒ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ｗｅｄｅｎ （２００８ｂ）．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 ２００８ ． ?ｒｅｂｒｏ．

Ｓｖｅｒｉｇｅ Ｓｔｙｒｕｔｒｅｄｎｉｎｇｅｎ（２００７）． Ａｔｔ Ｓｔｙｒａ Ｓｔａｔｅｎ：Ｒｅｇｅｒｉｎｇｅｎｓ Ｓｔｙ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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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 ｓｉｎ Ｆｒｖａｌｔｎｉｎｇ． Ｉｎ Ｂｅｔｎｋａｎｄｅ， Ｓｔａｔｅｎｓ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ｇａ Ｕｔｒｅｄｎｉｎｇａｒ．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Ｆｒｉｔｚ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ＫＬ ／ ＳＡＬＡ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Ｋｌｉｐｐａｎ，Ｓｗｅｄｅｎ．
Ｔａｒｓｃｈｙｓ，Ｄ． （２００６）． Ｍｌ ｕｔａｎ Ｍｅｎｉｎｇ？Ｏｍ Ｏｒｄｓｔｙｒｎｉｎｇ ｉ Ｃａｎｄｅｔ ｄｒ

Ａｌｌｔｉｎｇ 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ｅｒａｔ． Ｉｎ Ｌｅｍｎｅ， Ｍ． Ｅｄ． Ｆｒｖａｌｔｎｉｎｇｅｎｓ Ｂｙｇｇｓｔｅｎａｒ．
Ｓｔａｔｓｋｏｎｔｏｒｅｔｓ ｓｍｓｋｒｉｆｔｅｒ：１ ．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Ｓｔａｔｓｋｏｎｔｏｒｅｔ．

Ｖｉｆｅｌｌ，?． （２００６）． Ｅｎｋｌａｖｅｒ ｉ Ｓｔａｔ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ｅｒｉｎｇ，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 ｏｃｈ
ｄｅｎ Ｓｖｅｎｓｋａ Ｓｔａｔｓｆｒｖａｌｔｎｉｎｇｅｎ．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Ｓｔａｔｓｖｅｔｅｎｓｋａｐｌｉｇ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ｎ．

Ｗｅｔｔｅｒｂｅｒｇ，Ｇ． （２００４）． Ｄｅｎ 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ａ Ｓｊｌｖｓｔｙｒｅｌｓｅｎ（Ｖｏｌ． ４，Ｐｏ
ｃｋｅｔ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ｋｅｔ）．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ＳＮＳ Ｆｒｌａｇ．

（责任编辑：陈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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